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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08~2019年山东省16地级市、2014年与2018年山东省88个县域人口、经济等数据，从不同尺度

分析山东省整体的人口规模变化、人口–经济的空间结构指数变化，并根据山东省多中心格局稳定，同

时伴有青岛、济南双中心更突出、其它地级市状态没有较大变化的统计结果，进一步分析县域尺度下，

人口、经济等因素对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的空间计量关系。结果显示：产业结构水平、金融发展规

模对空间结构指数有显著直接正效应；而社会保障水平则有显著负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

对邻近县域的空间结构指数产生显著负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社会保障水平对邻近县域

的空间结构指数有显著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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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data of 16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rom 2008 to 2019 and 88 
counties from 2014 to 2018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mographic-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under different scal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first one is that multi-center pattern of Shandong Province is stable;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extent of the double centers of Qingdao and Jinan is more prominent; and the last one i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other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Furthermore, the spatial rela-
tionship among the demographic-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and the effect of the demo-
graphic and economic on it are further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
fect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of neighboring counties;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adminis-
tration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of neighboring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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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同时，人口、经济也越来越向经济繁荣区域集聚，加剧了人口、经济的空间差异性，这也对政策

制定者提出新的挑战。要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正确分析人口、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性。 
近年来，虽然面临国际环境变化、国内经济下行有较大压力的诸多问题，我国经济规模仍然在不断

扩大。区域经济的空间不均衡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忧之一，目前的现状是人口、经济的空间差

距并没有呈现一致的缩小趋势，反而伴随各种不同程度和方面的差距加大：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逐步拉

大、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的不同竞争中性政策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数字经济差距呈现稳定的“东

强西弱、南强北弱”、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仍然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等，也有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能显著增加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等[1]-[8]。因此，人口、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

热点问题之一。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研究人口、经济发展特征的空间指标、模型、方法有很多，其中位序

规模指数、首位度是人们经常用到的两个指标[9] [10] [11] [12]，空间计量模型也是应用较丰富的模型[13] 
[14] [15] [16] [17]。研究内容则主要涉及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时空演变[18] [19] [20]，或者研究交

通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问题[21] [22] [23]，也有学者从产业结构等方面研究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空

间溢出效应[24]。而研究尺度大多涵盖省或市级区域，而以县域尺度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县级行政区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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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高速公路等信息流、物质流等的空间网络机制[25]，也有直接研究县域经济、人口相关的差异性指标

[26]，或者分析要素空间集聚现状等[27]的研究。 
以上的研究内容大都单独考虑空间指标或者空间计量模型，或者分别研究不同尺度下的区域经济或

人口问题，很少有同时考虑两方面并整合不同尺度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建模的研究结果。同时，不同尺度

下人口、经济等的空间结构指数是否有趋同性，又或者差异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以及影响空间结构指数

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仍然属于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问题。 
山东省作为 2020 年经济总量排名第三、常住人口数量排名第二的大省，其经济发展始终存在东西地

区差距的这一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首位城市集聚效应显著的突出，鲁东地区经济发展效率较高，

而中小城市尤其是鲁西、鲁中地区则滞后发展[28] [29] [30]。分析山东省地级市、县域等不同尺度的人口、

经济空间结构指数，能够为改善山东省经济发展不协调现状提供有效而合理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因此，本文针对地级市、县域不同尺度下人口、经济等数据，以 2008~2019 年的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

统计数据、2014 与 2018 年山东省 88 个县域人口、经济、教育等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其不同尺度下的位

序规模指数、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比

较分析不同年份的山东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对县域经济、社会等不同因素的空间滞后与空间

溢出效应，以期为进一步解决我国不同尺度区域的空间结构变化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的有力补充，为山东

省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1) 位序规模指数 
如下定义的位序规模指数 D 能够刻画城市规模的分布差异： 

1
r D

pp
r

=                                        (1) 

其中 rp 表示区域内第 r 位城市的人口或经济数量， 1p 是最大城市人口或经济数量，r 为从大到小排序的

城市序号。D 的绝对值小于 1，表明城市间规模差距较小，服从多中心结构；如果大于 1，表明核心城市

突出，服从单中心分布；如果等于 1，则城市规模服从齐普夫法则。 
2) 人口–经济首位度指数 
首位度是刻画城市规模分布的常用指标，关于首位度的研究逐渐出现了从人口到经济等不同内容、

从单指标到复合指标等不同计算方法的深入研究。为了考察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空间结构指数变化，本文

根据文献[31]中首位度的定义及计算步骤，计算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人口–经济首位度指数： 
利用 Z 得分的方法标准化处理经济(人口)数据；计算标准化处理后的 16 地级市经济(人口)指标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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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法计算山东省第 i 个城市的经济–人口首位度指数 iS 和研究区域城市首位度综合得分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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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杜宾模型 
通过 MATLAB 软件中的 Walds 检验和对数后验概率模型判定，对于 3、4、5、6 个最近邻的空间计

量模型来说，空间杜宾模型(SDM)不能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这说明对于山

东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而言，空间杜宾模型更适合。 
因此，文章构造如下的空间杜宾模型(SDM)： 

1 1

n n

i ij i i i ij i i i
j j

y w y c x w xρ β θ µ ε
= =

= + + + + +∑ ∑                         (2) 

其中 1,2, ,i n=  ， 16n = 。ρ 和θ 表示空间滞后系数， ic 是常数项， ijw 为空间权重矩阵，反映山东省 88
个县域的空间邻接关系， iµ 代表个体特征，表示不同县域的异质性， iε 代表随机扰动项。 

4) 空间效应分解 
由(2)可知，空间杜宾模型同时引入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意味着某地区的解释变

量除了影响自身区域的被解释变量，还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因此还要借用下面借助 LeSage
等的方法，针对空间杜宾模型(SDM) (2)，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1]。其中，

直接效应表示被解释变量对本地区造成的平均影响，间接效应表示被解释变量对相邻地区造成的平均影

响，即溢出效应。 

2.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不同尺度下的空间结构变化问题，因此研究区域包括山东省 16 地级市(济南市和莱芜市的

相关数据进行了合并)和 88个县域(没有包括市辖区)数据，数据来源来自 2008~2019年《山东省统计年鉴》，

并根据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选择了 2014，2018 年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为基础数

据。 

3. 山东省人口、经济的空间指数特征 

3.1. 山东省整体多中心程度变化 

利用 MATLAB 软件，根据(1)式计算得出的山东省城镇人口的位序规模指数结果(见表 1)可知，

2006~2016 山东省城镇人口位序规模指数绝对值均小于 1，显示山东省的人口规模呈现多中心结构，变化

趋势从 2007 到 2013 年的下降转变为从 2013 到 2018 年的大致上升趋势，这说明最近几年山东省人口规

模多中心程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 
 

Table 1. The rank-size index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1. 山东省 16 地级市户籍人口的位序规模指数 

时间 位序规模指数 D 拟合优度 R2 显著性 F 值 P 值 

2007 0.612539 0.892873 116.686 3.56E−08 

2008 0.608405 0.911701 144.5518 9.13E−09 

2009 0.599977 0.923629 169.3148 3.29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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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595945 0.936214 205.4826 9.26E−10 

2011 0.582292 0.949073 260.9025 1.9E−10 

2012 0.573179 0.950984 271.6212 1.46E−10 

2013 0.565936 0.954356 292.7217 8.82E−11 

2014 0.57158 0.958705 325.0231 4.37E−11 

2015 0.57887 0.956351 306.7409 6.45E−11 

2016 0.585099 0.958528 323.5736 4.5E−11 

2017 0.588369 0.968244 426.8571 6.92E−12 

2018 0.600354 0.971832 483.0131 2.98E−12 

 
基于位序规模法则只能反映全局的多中心程度，无法刻画局部的多中心程度，下面计算 16 地级市的

人口–经济首位度指数，作为本文的空间结构指数。 

3.2. 山东省地级市空间结构指数变化 

由首位度指数变化(图 1)可知，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多中心结构清晰可见:青岛、济南的中心地位突出，

青岛排名一直稳居全省第一位，核心城市地位突出，并且青岛的空间结构指数持续递增，济南也是递增

趋势但递增速度小于青岛的递增速度；东营和日照处于最低一类别，其他城市的空间结构指数变化程度

不大。 
由图 2 可知，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空间结构指数的标准差大致出现增大趋势，说明山东省地级市尺度

下的空间结构指数差距在增大，也就是从地级市尺度来看，青岛、济南的中心地位的愈加突出，与其他

城市的稳定状态，造成山东省整体人口-经济多中心程度的逐年减少现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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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igure 1. Vari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of the 16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图1. 山东省16地级市空间结构指数的变化情况 

 

 

Figure 2. Variation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for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in Shandong 
图2. 山东省空间结构指数的标准差变化 

3.3. 山东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变化 

由图 3 可以看出，山东 88 个县域的人口–经济结构指数的空间变化趋势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从时

间上来看，则能看出 2017 年的结构指数要小于 2013 年的空间结构指数。因此，到底什么因素能影响到

空间结构指数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 山东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影响因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分析及指标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山东省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呈现稳定的多中心格局，但是不能从以上的描述

性统计中发现影响空间结构指数的确切因素。因此，基于山东县域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人口–经济指数

影响因素的文献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选择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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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Vari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in county regions 
of Shandong 
图3. 山东省县域空间结构指数的变化 

 
经济发展因素。这里主要考虑常用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人均 GDP 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预期其

系数应为正。 
产业结构水平。以第三产业总人口/第二产业总人口来表示。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总人口越多，说明

产业结构升级越快，会拉动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缩小各县域的经济空间差异，预期其系数应

为正。 
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以税收/GDP 来衡量。一般来说，税收与 GDP 存在复杂的关系，但是税收/GDP

能较大程度的表示县域的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政府行政管理效率越高，县域人口-经济空间差距越小，预

期系数为正。 
县域社会保障水平。以公共财政支出/GDP 来表示，其值越大说明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县域教育发展水平。以在校高中人数/户籍人口来衡量，比值越大则意味着教育水平越高。 
金融发展规模。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来刻画金融发展规模的大小。 
为了进一步考察山东省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的影响因素，从而分析为什么其他城市并没

有大的变化这一问题，下面考察基于山东 88 个县域的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 y 与其他经济、社会等之

间的空间关系。 
基于数据可得性，选择与空间结构指数相关的变量为解释变量：x1 = 县域人均 GDP；x2 = 县域第三

产业总人口/第二产业总人口；x3 = 税收/GDP；x4 = 公共财政支出/GDP；x5 = 在校高中人数/户籍人口；

x6 =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以上 6 个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均经过了标准化处理。 

4.2. 空间杜宾模型结果分析 

以下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 
通过 MATLAB 软件中的 Walds 检验和对数后验概率模型判定，对于 3、4、5、6 个最近邻的空间计

量模型来说，空间杜宾模型(SDM)不能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这说明对于山

东省县域人口–经济空间结构指数而言，空间杜宾模型更适合。 
基于 2007~2018 年山东省全局多中心程度的变化趋势和局部多中心变化现状，以及解释变量和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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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口径一致性，截取 2014 年和 2018 年的山东省县域相关数据，并分别对应 3、4、
5、6 个最近邻的空间权重矩阵，求出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参数变化均稳定(见表 2)。 
 
Table 2. SDM regression results of 88 coun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2. 山东省 88 个县域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回归结果 

变量 2014 年 SDM 的参数取值 2018 年 SDM 的参数取值 

x1 
0.029133 

(0.275618) 
0.006305 

(0.060593) 

x2 
0.269634*** 
(3.156949) 

−0.134755 
(−1.485517) 

x3 
0.269634*** 
(3.156949) 

0.138115* 
(1.688688) 

x4 
−0.849993*** 
(−4.281319) 

−0.802316*** 
(−4.627608) 

x5 
0.121641 

(0.711453) 
0.131831 

(0.925188) 

x6 
0.206107* 
(1.777561) 

0.213403* 
(1.931041) 

Wx1 
0.29365* 

(1.662128) 
−0.03223 

(−0.198391) 

Wx2 
0.356642** 
(2.399239) 

−0.028076 
(0.154228) 

Wx3 
0.222667 

(1.468233) 
−0.048537 

(−0.322248) 

Wx4 
0.195778 
(0.53785) 

0.961983*** 
(3.211291) 

Wx5 
−0.329845 

(−1.009665) 
0.189765 

(0.583071) 

Wx6 
−0.338871* 
(−1.742468) 

−0.329914** 
(−2.060905) 

ρ 0.073982 
(0.501733) 

0.472967*** 
(4.280806) 

R2 0.5373 0.3418 

Log-likelihood 26.006966 21.826155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从回归结果看，2013 年与 2017 年对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中的 R2 从 0.5373 降到 0.3418，说明空

间结构指数与 6 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拟合优度略有降低。而 ρ 从正的不显著到正的显

著，则表明空间结构指数出现了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在地理相近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结构指数溢出

效应。 

2013 年与 2017 年的税收/GDP 的系数都为正，系数值减少，但都在 1%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对山东省县域空间结构指数的提高有稳定且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最近几

年出现政府管理效率下降的迹象；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的系数由正的显著到负的不显著，

说明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从显著增加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变成不显著的增加了县域空间结构指数；

而公共财政支出/GDP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且出现降低的变化，说明山东县域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显

著降低山东省 17 地级市的空间结构指数，但是 2017 年该效应明显减少；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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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出现增加，说明 2013 年县域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山东省县域空间结

构指数，但是 2017 年该增加效应有所降低。在校高中人数/户籍人口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有增加趋势，

但均不显著，表示县域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山东县域的空间结构指数，但是效果均不显著。 
另外，2013 年人均 GDP 的空间滞后项、第三产业总人口/第二产业总人口的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

都显著为正，但 2017 年则变为不显著的负值；公共财政支出/GDP 的空间滞后项系数由不显著的正值变

为显著的负值；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为稳定的显著负值。在校中学生人

数/户籍人口的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都不显著。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4 年与 2018 年的直接效应结果:税收/GDP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对

本地区空间结构指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税收/GDP、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的直接效应系

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对县域内部尺度来说，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促进金融发展规模能够促进该地区

的空间结构指数的提高。而公共财政支出/GDP 直接效应系数都显著为负数，说明提升县域社会保障水平

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另外第三产业总人口/第二产业总人口的直接效应系数为从显著的

负值变为不显著的负值，说明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在 2013 年能够显著的增加该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

但到了 2017 年则增加效果不显著。 
 

Table 3. Direct effect, indirect effect and total effect in 2014 and 2018 
表 3. 2014 年与 2018 年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变量 2014 直接效应 2018 直接效应 2014 间接效应 2018 间接效应 2014 总效应 2018 总效应 

x1 
0.032247 

(0.308592) 
−0.000973 
(−0.009285) 

0.327474* 
(1.748666) 

−0.059204 
(−0.209844) 

0.359721* 
(1.915775) 

−0.060176 
(−0.196982) 

x2 
−0.145789** 
(−2.255487) 

−0.150376 
(−1.541235) 

−0.398072** 
(−2.499276) 

−0.151240 
(−0.450331) 

−0.543861*** 
(−3.274412) 

−0.301616 
(−0.793138) 

x3 
0.271777*** 
(3.248151) 

0.143156* 
(1.671234) 

0.257375* 
(1.7539) 

0.031518 
（0.111967) 

0.529152*** 
(3.947732) 

0.174673 
(0.556507) 

x4 
−0.844503*** 
(−4.257395) 

−0.725773*** 
(−4.113459) 

0.11241 
(0.293673) 

1.052943* 
(1.886854) 

−0.732093* 
(−1.798951) 

0.325553 
(0.5271) 

x5 
0.117563 

(0.683060) 
0.154887 

(0.936907) 
−0.347329 
(−0.95944) 

0.4218 
(0.648141) 

−0.229766 
(−0.568761) 

0.576687 
(0.767465) 

x6 
0.200031* 
(1.758712) 

0.183893* 
(1.731248) 

−0.3405 
(−1.638309) 

−0.3933 
(−1.452595) 

−0.140512 
(−0.698715) 

−0.209408 
(−0.715298) 

 
从 2014 年与 2017 年的间接效应比较来看(见表 3)：县域人均 GDP、县域第三产业总人口/第二产业

总人口、税收/GDP、公共财政支出/GDP 的溢出效应对空间结构指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人均 GDP
出现从显著的正效应到不显著的负效应的转变，说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对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

数从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转变到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周边地

区的空间结构指数，变成不显著的抑制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县域第三产业总人口/第二产业总人口

的间接效应系数从显著负值到不显著的负值，说明政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对周边县域空间结构指数

有负向溢出效应，从显著影响到不显著影响。税收/GDP 的间接效应系数从正的显著性到正的不显著，说

明县域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从对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有正的显著溢出效应，到不显著的正向溢

出效应转变。公共财政支出/GDP 则出现从不显著的正系数到显著正系数，意即县域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

从不显著到显著的影响周边县域的空间结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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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山东省 2007~2018 年 16 地级市、88 个县域的人口、经济空间差异及空间相关关系建模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2007~2018 年，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位序规模指数始终小于 1，也就是多中心趋势明显，但是人口–

经济空间结构指数差异出现大幅度增长，青岛、济南双中心格局明显，但其他城市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得

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也即山东省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变。 
从省级尺度来看，山东省的人口规模一直呈现多中心结构，且最近几年的人口规模多中心程度呈现

增加又减少趋势；从市级尺度来看，山东省 16 地级市的多中心布局明显：青岛的中心地位始终突出且居

于全省首位，济南的中心地位逐渐突出并趋于稳定，其他城市地位稳定；16 地级市的经济–人口首位度

指数差距在逐年增大，说明青岛、济南多中心程度的稳固增加趋势。 
从县域尺度来看，山东省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县域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

高对自身空间结构指数的提高有稳定且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最近几年出现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下降的迹

象；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从显著增加县域空间结构指数变成不显著地增加县域空间结构指数；而山

东县域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县域的空间结构指数，但是 2017 年该突出降低效应明显减少；

2013 年县域金融发展规模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县域空间结构指数，但是 2017 年该增加效应有所降低；

县域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山东县域的空间结构指数，但是效果均不显著。 
2) 从直接效应来看：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促进金融发展规模能够促进该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的

提高；而提升县域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另外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在

2013 年能够显著地增加该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但到了 2017 年则减少区域差异的效果不显著。 
3) 从间接效应来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对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从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转

变到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变成不显

著地抑制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对周边县域空间结构指数有负向溢出效应，

但存在从显著影响到不显著影响的变化；县域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从对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有

正的显著溢出效应，到不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转变；县域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从不显著到显著的影响周

边县域的空间结构指数。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给出如下建议：加强县域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提升县域产业结构水平、提

高县域社会保障水平、增加金融发展规模都能有效提高薄弱地区的空间结构指数，也应进一步加强县域

教育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地方空间结构指数的增加，减少区域人口–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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